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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地标之•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中国研究的学术家园 

陈亮 

1963年, 西方研究中国内地的学者在香港设立”大学服务中心”, 专为海外到香港来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

服务. 直到中国开放以前, 中心成为世界中国研究的大本营. 按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统计, 有 200多本有

关中国内地研究的学术著作, 都在该中心完成. 四十多年来除了对学术界的贡献以外, 中心对促进西方

对中国的了解, 具体到在中美建交等都起了正面作用. 1988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後, 中心渐渐成为中外

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交流的平台 , 并倡导学术为社会服务 ,提倡实证研究. 中心在中国社会发展方面的

作用, 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可.如今, 中心成为拥有中国国情研究资料最齐全的图书馆, 其使用之方便为海

内外学者称道. 

每一个身体健壮、心灵健康的人，在某一个时刻，都巴望着到海上去，在那波澜壮阔中见识些世面。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互相揣摩，相较于彼此而言，西方与东方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依然是两块不那

么清晰的海洋。而在自由港岛上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在过去近半个世纪以来，则

是这两块深邃的大海，隐秘交会的一个风云际会之地, 调节彼此血脉的绿洲。 

半个世纪以来，中心被全世界最顶级的中国研究者所分享。无论是创立伊始的西方观察者，还是逐渐

增多的大陆学者，中心成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段插曲，一块沉潜练功的内修之地。如今，他们都回了

家。他们回到了华盛顿，回到了北京，回到了日内瓦……回到了大学，回到了研究院，回到了每一块

大陆的决策、智囊中心。他们的意见开始影响着世界的步伐。而这一块神奇的自由领地，一如既往

地，在接纳着来自全世界的学术追求者、真理探索者。 

【一】诗歌•瘟疫 

在 2003年那个被非典毁容的春天，除了一片血红的杜鹃迷霞错锦，香港中文大学校内一片冷清。稀

稀疏疏的几个人影，也是口带罩子，行色匆匆。 

连日来，不断有人因感染非典而逝世，这样的坏消息陆续传入这个校园，很多的学生都回了家，很多

的机构都关了门。而独独在这所大学的田家炳楼八楼——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响起了铿锵刚健的诗歌

诵读声。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同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在所有人低迷惶惑之时，中心给大家注入了信心和力量。把时间的纬度拉得更长，中心一直扮演的，

是一个独立于任何意识形态，并带有极强现实关照的独立学术服务机构。它是一块绽放的绿洲，肇始

于翻天覆地的红色海洋；它是一块自由的领地，独立于权钱横行的幽灵时代。 



在那一场诗歌朗诵会上，有来自大陆的历史学家高华，青海做扶贫工作的朱话, 广东做农村教育研究的

葛新斌，还有 ngo从业者……为了抵御瘟疫的蔓延，他们聚在一起，用一种独有的方式为非典中丧身

的同胞哀悼，为依然处于灾异恐惧中的中国祈祷。 

蹩脚的美音诵读着方块字，合着带有云南方言的普通话，混杂的声波在演讲厅内缓慢的弥漫开来。见

证了无数次的演讲，四周书壁依然沉默而坚定，在那一片和声中，回荡着 1963年中心创办伊始的时

光。 

【二】隔膜•交融（中西关系）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中国正处于一片红色的海洋之中，共产主义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而此时的美国，

正陷入在朝鲜战争失败的阴影之中，国内“麦卡锡主义”盛嚣尘上，谈“共”色变。东方与西方不仅在现实

层面隔膜重重，就是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是少有搭界。 

到六十年代末期，美国痛苦的撤离越南时，尼克松就学会了要放下几十年来的威尔逊理想主义，放下

传教士般的世界领袖角色，慢慢挑起了那一副委屈的担子，开始对东方的中国展开了解。 

美国必须了解中国，必须要有独立于政府驾驭的学术研究机构。这是 Lucian Pye与 Bill Marvel在上世

纪六十年代初期之间一次极富远见谈话所达成的共识。前者那时在麻省理工大学任教，后者为美国教

育与世界事务基金的主席。 

其时，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强的两个中国研究中心。一个在华盛顿大学，“西大王” George E. Taylor领

军；一个在哈佛大学，“东大王” 费正清领军。在卡耐基、米兰，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研究服务

中心最终设在了中立地带——香港。亚皆老街 155 号一座残旧的小花园洋房，当时被称作大学服务中

心。 

刚开始的日子，美国学者靠访问大陆新移民, 游泳过来的难民, 揣摩人民日报字里行间的意思,，触摸红

色中国的一丝一毫，靠着这几近唯一的途径，他们像是初出道的记者一般，兴奋而密切的注视着红色

中国的每一桩变动。 

在他们中间，有的反对越战，有的同情红卫兵，有的信奉共产主义, 也有的信奉自由主义，还有人权活

动家……中心的午餐每每引发争论和演讲。由于都是一帮年轻学者，创建中心的加州大学法学院的学

者 Jerry Cohen当时也不过 33岁，所以，这里不受任何权威左右，讨论异常开放。 

正如傅高义所言，对红色中国的浓厚兴趣是大家的共同之处。当中国与西方彼此敌对时，他们将中国

视作世界的重要领土；当中国开始对外开放，一些天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 180 度大转弯时，他们

也依然没有忘记中国仍然存在的问题。中心独立于任何政府政治, 一直由私人基金会支持，向全世界学

者开放，使其能够超越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干扰，以学术自由和对独立人格的绝对尊重公然屹立于港岛

之上。 

半个世纪以前的这一群年轻人，如今，他们都成为了世界上中国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根据 80年代

初的一份不完全统计显示，西方学者利用中心进行出版的学术专著已逾 200部，其中的《X县》、



《陈村》等作品至今仍是业内人士的必读之作。他们所开创的中国研究成果，成为了后来者前行的路

标。如果你翻开这 200部作品的后记，你会发现他们的致谢中几乎都会提到：感谢大学服务中心。 

四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亚皆老街 155 号早已消失，周围是一片繁华的商业地，充斥着嘈杂的消费主

义声响。一个绝对的“空”。也正是这样的沉默和消失，见证和守护着四十多年前那一场场神秘的聚

会。怀念一个地方，动容于一段时光，在空间向时间的转换中，亚皆老街 155 号一直在。她完整的保

留在了那些从事中国研究的世界顶级头脑之中。卢西恩?派伊（Lucial Pye）、傅高义（Ezra 

F.Vogel）、鲍大可(Doak Barnett)，弗朗兹?舒尔曼(H.Franz Schurmann)、林恩?怀特（Lynn 

White）、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詹姆斯?E?谢里登（J.E.Sheridan）、唐纳德?G?基林

（D.Gillin）、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众多如今顶着无数光环的顶级学者，谈起半个世纪以前在亚

皆老街 155 号默默耕耘的日子，依然动容。 

年轻学子中，也有人成了中外邦交的重要使者。Steve Fitzgerald 成了澳大利亚第一任中国大使，Dick 

Solomon在中美早期接触时曾任基辛格的助手，而Mike Oksenberg则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起了关健

作用，卫奕信爵士后来则成了香港总督……。 

在对抵港游客的访谈中，密西根大学学者、如今是斯坦福教授的 Jean Oi发现了一位来自云南的乡村

教师，访谈结束就邀请她当自己的研究助手。这位当时 30多岁的乡村教师，就是现在主持中心工作

的熊景明。 

【三】独立•超越（与现实关系） 

随中国大陆对外开放, 中心的历史使命告一段落, 中心当时的主任, 娶了中国人为妻, 对中国文化情有独

衷的 John Dolfin 相当富于远见, 他积极地转变中心的角色, 将资料收藏作为重点. 因为香港的地利, 很

快成为西方同类图书馆中首屈一指的资料中心. 例如中心收集到一套完整的, 始于五十年代, 中央及各

省的主要报纸. 到 1980年代，在米伦、卡耐基、鲁斯、福特等基金会相继撤离的情况下，由于资金原

因，中心必须得考虑搬迁。 

与香港中文大学达成了确保中心对海外学者开放, 维持中心资料收藏的规模和方向的共识后，中心的管

理机构, 美国学者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将中心迁移到中文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创建于 1963年，正是大学服务中心在港成立的同一年。两间那时看来毫不相关的机

构，却由冥冥之中的主宰将他们拴在了一起。中大建校的宗旨是“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

方”。中心是由希望了解中国的西方学者催生，以访问大陆移民为重要研究方法的一代学者，在冷静的

学术研究分析中，透露着那个严峻时代，经历劫难的中国人的期待。 

在那一时期留下的学术著作中，在学术中立的宗旨下，学者的社会关怀跃然纸上。中心秉承、发展了

那个特殊时期形成的特色，并将提倡研究为社会服务作为中心的宗旨之一。中心的大陆学者访问计

划，是从内地物色并邀请，从事实证研究、并富有知识分子责任感的学者。这些学者来访的时间虽然

不长，但是他们在这里不仅开拓了视野，而且找到某种“身份认同”，中心因此被内地学者戏称为学术

界的“黄埔军校”。 



今年 6月 16日，记者进入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熊景明的办公室，看到一个人半蹲着，正从硕大的旅行

包中一本一本抽书，全是到处搜集来的地图。“这些地图都得买，以后规划变了就找不到了”他一边

取，一边对熊景明说，应该设法弄清楚这些地图的确切勘测时间。这就是耶鲁大学的教授李磊

（Pierre.F.Landry），1990年他第一次来到中心，从事博士论文写作研究。那时他是美国密西根大学

的博士候选人，师从美国著名的中国学者、克林顿政府时期的白宫亚洲政策资深主任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曾前往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由高华指导其论文。在离开美国之

时，李侃如只是叮嘱了一件事，那就是让他一定要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看看。这一句叮嘱，是李侃如

的老师鲍大可(A.Doak Barnett)在几十年前给李侃如的原话。 

在 1990年，他到南京大学之后，实在不习惯大陆图书馆的各种规章制度，一有空他就往香港跑，并

且将“你一定要去中心看看”这一句话传递给了他的中国老师高华。 

学者来到这里，除了查阅资料外，也进入了思想碰撞、学术交流的最佳场所。 熊景明戏称自己为学术

媒人，每天的工作中，很大部分是介绍研究内容相似的学者相互认识。中心已经远远超越了图书馆的

服务范畴，也可说中心代表了图书馆未来的方向。这里每周举行一到两次午餐研讨会，由在中心的访

问学者，或途经香港的学者做与中国大陆研究相关的演讲。中心的内地学者访问计划每年邀请长期从

事社会实证研究的内地学者来做短期访问交流，也邀请西方出色的学者前来，并安排他们到其他院校

讲演。2004年起，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亚太汉学研究中心合作，每年一月举办年度的国际博士生研讨

班，去年起又与该中心合作举办年度的中国研究方法学研习营。记者在中心观察了近一周，深感中心

的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气场舒适。 

在这里，许许多多从事社会基层实证研究的学者, 不仅只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大量的文献研究, 而且得

到中心”同学”的启发, 众人感慨到, 这里是学者的乐园. 中心注重邀请中西部无名的学术研究者，比如今

年 3、4月份到访的河北省新乐市木村乡的贾建友，他研究的领域是当前的热点之一：乡镇机构改

革。这些学者离开中心后也始终与中心保持联络，为中心提供信息，寄来他们的著作，为中心网上论

文库贡献作品。 

从上世纪 90年代初期开始，中心不间断的接纳上千名大陆学者，这些大陆学者也带去关于中国每一

阶段、每一领域的一切变化。通过这些学者，中心见证着中国的每一步发展，同时，又独立并超越于

现实。它犹如港岛上的一尊海神雕像，无论是狂风骤雨的交会之际，还是风和日丽的舒展之日，都公

然无畏的屹立，无偏见非政治的，关照着八仙领北面的中国。 

【四】收藏•前瞻（硬件） 

中心对世界各地及大陆学者最具吸引力之处，是研究资料的完善及其使用的方便，如今，它已是全世

界最为丰富的中国研究资料库。 

2003年，高华在中心受访时，临时接受韩国国家电视台的访问，当电视编导提出一个他从未研究过的

问题——朝鲜人迁入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背景和中国军队中朝鲜籍战士的状况时，他临阵磨枪，借用

中心的东北地方志和人口统计资料，几十分钟就解决了问题。到中心来的各国学者都有类似感受，很

多踏破铁鞋无处寻的资料，在中心却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中心最引以为傲的是，迄今收集了 840种中央、省、市、乃至县级的年鉴、统计年鉴及各行业年鉴，

大部分都始于创刊号。中国 2882个县中， 中心已经收到将近 2800个县的县志，并收集到大量鲜为

人知的专业志，数千种由省到村一级的地方志和大量其他统计资料。这些基础的研究资料，包括中心

的报纸、杂志收藏的丰富和完整，超过国内外的任何同类收藏。内地的图书馆不断改进，档案馆陆续

开放，但到过中心的学者深信，中心为从事 1949年后中国国情民情文献研究学者首选图书馆的地

位，仍旧无法取代。 

当资料电子化到来的时代，中心极具前瞻性。在 90年代初期，中心就已经着手将图书馆管理系统电

子化，与国家统计局等机构合作，建立数据库收藏，并设置了研究专题导向的资料检索系统。中心网

上的中国研究论文库，成了国内外中国研究者重要的资料来源.。但令中心史料不及的是, 当他们以为

可以将中心追朔到 50年代初的报刊收藏封存或处理掉之时，竟发现这是海内外唯一的完成套收藏。

目前，中心正筹建地县级数据库，突破仅收录经济数据的传统方式，加入社会、政治等指标。数据库

将依然无偿开放给学术界使用。 

【五】人性•专业（软件） 

除了硬件上的绝对优势和学术追求的独立性外，中心的人性化服务，读者至上的专业精神，形成了中

心独特的个性。中心的仅有 7名工作人员，他们的热心、周到、细心都让所有的来访者都感到宾至如

归。 

中心表现出在资料收集、整理及新技术的前瞻性，在新技术应用方面贡献杰出外，尤为重视在中心的

学者间建立了特殊的友谊圈。除了每周举行一至两次的午餐研讨会外，每逢周六，中心会组织大家去

行山（爬山），大家在行山途中，自由挑选谈话者，交流思想、净化心灵、亲近大自然。 

中心还会约学者到家中聚会。6月 16日，记者就有幸受邀，和中心学者 8、9人一起去熊景明家进行

晚餐沙龙。持续近 6个小时的欢声笑语，在那种家庭式的聚会中，各国学者轻松的沐浴在人性的温

情、信任与光辉之中。 

说中心的熊景明、萧今、关信基是当今世界上中国研究领域最有号召力的学术召集人，想必学术圈没

有人会反对这个说法。 

在中心的午餐研讨会上，气氛严肃而轻松。没有压力，没有权威，只有分享。关信基长期关注香港的

政治变迁，在 2001年，他做了一个“民主公民文化与选举行为”的午餐演讲。由于Word版图表中数据

倒置，现场 3、4个声音同时指出这一个失误。清华大学两位学生，王磊和过勇双双发力，并没有因

为关信基是尊长或中心负责人就心存顾忌。习惯了谦和气氛的大陆学者，刚开始可能还不太适应这样

的气场。在去年 3月 7日，大陆学者谢泳做了一次“1949-1976 年中国知识分子自杀状况分析”的报

告。在一个小时的陈述过后，刘青峰、金观涛、陈方正、刘擎等在场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他进行

了狂轰滥炸。其中有学者表示数据没有参照系，学术价值存疑；有学者表示，除了一些感性事例，别

无其他。当然学者也都提出了建设性的修改意见。谢泳在那一个中午收获的批评可能比在大陆几十年

的批评还要多。如今，谢泳除了对当时的窘境记忆犹新外，恐怕更感激的，是大家那开诚布公的诚恳

态度。 



还有一位大陆正厅级干部到访中心，事后向熊景明埋怨说没介绍他的级别。熊景明告诉他，这里不讲

级别。说到级别，还真有点意思。现在的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是中心迁址香港中文大学后的第一位

到访者，其时他是贵州团省委的一名普通干部。 

【六】真理•见证 

的确，在中心，任何人都是没有级别的。这一块自由的绿洲，像是辟邪的净化之地。它修复灵魂、滋

养血气，只有真理和人性才是这里最高的存在。 

六十、七十年代，以“红色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及社会科学学者，在价值中立的基本态度后

面，或者带有一厢情愿的憧憬，或者抱有满腔的批判意识，隔岸观火，探究铁幕后的中国。设在香港

的“大学服务中心”像河中央的小岛，聚集了一代又一代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者，因冷战而沉寂的中国

研究在这里热闹起来。西方各国学者独立于政治的学术研究，为促进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为

跨越地界的中国研究学术圈的形成，起到了相当的作用。 

中心于 1988年迁移到香港中文大学，十八年来中心的变化，竟然不期地反映了中国研究的大趋势，

即逐渐突破内地与海外的疆域之分，摆脱意识形态的约束，学术规范国际化，中外学者的合作从互相

利用走向彼此互补。 

而中心一直擎举并呵护的自由精神，在港岛繁荣的商业神话中间，日益成为香港精神最重要的注脚。 

本报记者 陈亮 

 


